
□ 张亚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关于

纸币问题的讨论不绝于书。尤其是在金属货币

制度尚未完全被信用货币制度取代的历史时期

内，纸币的本质是什么？与金属货币的关系如

何？始终是货币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议题。

晚清至民国期间，受到世界货币体系变

动的影响，中国的货币制度先后经历了银铜

复本位、银本位和纸币本位，在清末民初还

一度出现了施行金本位的强烈呼声。国民党

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的相继崩溃，也再次

引发了人们对纸币与贵金属之间关系的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是纸币本位制度，但是

围绕纸币与黄金的关系问题，仍然出现了长时

期的争论，时间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

代中期，郭大力、薛暮桥、许涤新等著名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参与到其中。刘光第先生的

《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一文，发表于 《中国

社会科学》 1981 年第 3 期，是这一问题争论接

近尾声时期的代表性研究。

按照叶世昌先生的说法，这场争论的双

方可称为“黄金派”和“非黄金派”，刘光第

先生属于“黄金派”最主要的学者之一。顾

名思义，“黄金派”主张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

黄金。因此，《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旗帜鲜

明地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纸币代

表黄金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纸币的发行

和流通必须遵循金币流通规律。

刘光第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当时的商

品经济条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实践

和由实践所产生的理论能够否定纸币和黄金

的联系。纸币的流通应当符合三个要求：第

一 ， 纸 币 必 须 且 只 能 是 具 有 价 值 实 体 的 代

表，价值的实体最终归结到黄金。第二，实

际流通中需要的黄金和纸币数量，是由商品

流通对黄金的需要决定的。第三，商品不仅

决定货币，而且商品追求货币，要形成一个

买方市场，使卖方产生竞争。为了加强论证

的说服力，文章第二部分以“黄金在国际上

是真正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为

标题，举例说明了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体系仍

然重视黄金的作用，所谓“黄金非货币化”政

策是虚伪的。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反驳了薛暮桥

先生的“综合物价指数”说，从理论和实践两

方面进行了讨论，力图证明物价指数并不是货

币制度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完成阶段”。文

章最后从现实意义出发，提出：爱惜金子，节

约使用金子，尽可能地多储备一些金子，对于

加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四化”建设的顺利

进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一文发表之后，

在理论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李崇淮、易梦

虹、许国云等学者站在“非黄金派”的立场

上，与刘光第先生展开了商榷，核心观点是

“黄金作为货币商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现

代社会的纸币和黄金已经没有关系了。谭寿

清、王怀宁等学者则表达了对 《论纸币和黄

金的联系》 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寿

清在 《中国社会科学》 1983 年第 5 期发表的

《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该文指

出争论的“关键问题是货币要不要具有内在

价值，我们承认不承认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

值”。这一认识为我们今天科学理解“纸币和

黄金”的历史争论无疑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货币思想长期领先

于世界。认为货币必须是 （或代表） 某种有

价值的金属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彭信威先

生称其为“货币金属论”。在此意义上，《论

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似乎并没有超出“货币

金属论”的范畴。然而，看似相同的主张背

后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石。中国传统的货币

金 属 主 义 是 基 于 朴 素 的 实 践 认 知 和 路 径 依

赖，《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的理论分析，正
如谭寿清指出的那样，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
义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刘光第先生在文章
中也明确写道：“马克思在批判休谟的‘货币
数量说’时……指出了‘货币数量说’的要
害是不承认劳动价值学说……”因此，“黄金
派”和“非黄金派”的争论，本质上是劳动
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的对立，是如何对待马
克思货币理论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学术环
境的变化，纸币与黄金关系的争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淡化。然而 《论纸币和
黄金的联系》 文中的有些观点，在今天仍显
示出了其独有的生命力。刘光第先生曾在文
中指出，“当纸币不是那么本本分分、老老实
实地代表黄金，而是自我膨胀时，黄金便要
从后台走向前台，甚至完全排除它的代表，
亲自抛头露面”。中国自古有“盛世古董，乱
世黄金”之训，而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欧美
各国的黄金货币化潮流颇有加剧之势。30 多
年后重读刘光第先生的这篇论文，仍然让人
掩卷深思。

刘光第，1917年 10月—1996年 4
月，湖北仙桃市人，中央财经大学教
授，著名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毕业

于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新中国

成立之初，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接收

与改造，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

国民经济快速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参与经济金融改革的理

论与政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

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著作有 《中国经

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研究》《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中国宏观

经济价值管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

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管

理问题》《中国的银行》等。

——再读刘光第先生 《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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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明月襟怀阔 纵横文章报国心
——忆刘光第先生

□ 王广谦

今年是刘光第先生诞辰 100周年。他是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也是

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在我

的心中，刘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品格高尚的

好老师，一位潜心学问、慎思明辨的学者，一

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

抗战烽火中立志学术救国，
研习探求民富国强之道

刘光第先生出生于职员家庭，自幼喜好读

书与思考，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化学养。日

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先是不抵抗，后

是节节败退。他深切感受到偌大的中国被日本

所欺，皆因中国虽大但积贫积弱所致，救国的

根本之路在于尽快使中国富强起来。面对日军

不断向内地侵入、祖国山河支离破碎的景象，

1939年，他从武汉辗转来到重庆，考入重庆大

学商学院学习富民强国之道。当时马寅初先生

担任商学院院长，给学生讲授“货币银行学”

和“中国金融论”两门课程。记得刘先生曾跟

我说起，马寅初先生的第一堂课就说中国的问

题在于贫、弱、愚、私，根本的出路在于使中

国富强起来，经济学就是探求富强之道的，希

望同学们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能够怀着这样

的爱国热忱来学习经济学。马寅初先生的一席

话使他激动不已。

刘光第先生求学期间的学习环境是非常恶

劣的，由于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他们不

能正常上课，每天都要跑几次防空洞。虽然如

此，马寅初先生对学生要求还是非常严格，鼓

励他们不管环境怎样艰苦，都要努力抓紧时间

学习。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进防空洞时总是

带着书，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书刊。

1943年秋，立志继续深造、怀揣着盖有刘

大钧院长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刘光第先生来

到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报

到。这个学术机构由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生何廉

先生创办于1927年秋，其主旨是“为我国社会

经济问题作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

学之发展”，坚持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

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两个

原则，培养经世济民之才，探究中国社会经济

问题，首创中国物价指数，在学术上取得了累

累硕果，声名远播。刘光第先生是第 7 届学

生，同届同学还有陈志让、雍文远、张本懿等

3人。彼时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以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模式培养人才，给学生们授课的不但

有经济系的老师，还有包括陈序经、张纯明等

政治学、社会学名师，学科交融，兼容并包，

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眼界。

1945 年秋，刘光第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获得货币银行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

《瑞典学派之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据研究所

研究主任方显廷先生回忆，受1936年英国经济

学家凯恩斯出版《货币通论》后兴起的“凯恩

斯革命”影响，1940年前后，研究生培养方向

重点从实际领域诸如土地制度与改革、乡村合

作、地方政府和财政转向经济理论与货币问

题。这篇论文是他后来成为货币金融大家的奠

基之作。论文指导老师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

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毕业离开南开

时，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经济研究所何廉和方

显廷等诸位先生坚毅卓绝的办学精神已内化于

刘光第先生的心中。

1939年至 1945年的 6年间，刘光第先生以

顽强的毅力和勤勉寻求到了学术救国、富民强

国之道。他曾说过，那 6 年，在很多博学多

闻、古风犹存的先生身上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

救国富民之术，也深为先生们发自内心的爱学

生、爱学术、爱国家的品格和精神所感染。尤

其是马寅初先生的铮铮风骨，对他影响很大。

亲 历 经 济 领 域 的 “ 淮 海 战
役”，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良好开
端培养了最初一批宝贵人才

1945 年 9 月，刘光第先生研究生毕业后，

经所长何廉先生介绍，到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

银行组任研究员，并在沪江大学和重庆求精商

业专科学校兼任教员。1947年 8月，他离开重

庆到上海，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

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刘光第先生于 7月调入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担任研究员、计划科科

长，身处上海金融业接收改造的第一线，亲历

了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两白一黑”战争 （即大

米、棉纱、煤炭战争）。此役大捷，被毛泽东

同志评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光第先

生用自己所学的系统经济金融知识，为迅速稳

定财政金融和恢复经济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满

腔热情地投入其中，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

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力量，特别是为新中国金融

制度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这一时

期，他还在上海《经济周报》兼任总编辑，在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 兼

任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大公报》《中国金

融》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学

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著 《货币管理》。他的著

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新中国金

融制度建立和货币金融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

支撑。

1953 年 ， 新 中 国 开 始 第 一 个 “ 五 年 计

划”，金融事业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干

部，刘光第先生因其系统深厚的经济金融学理

论功底和成功的金融实践经验，于当年3月调

入北京，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组

长。先后主讲“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政治

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为新中国

金融事业的起步、开拓培养了最初的一批宝贵

人才。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与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

学校，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直至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刘

光第先生一直在这所学校潜心学术研究，精心

教书育人。即使在“文革”下放河南劳动期

间，他也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学术研究，不

忘初心，勤奋耕耘。在这一时期，他集中研究

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实践

效果，梳理了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成果，特别

是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状况，投入更

多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其著述的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作

为高等院校教材使用，出版印刷30余万册，还

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一时期的潜心研究和

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使他在“文革”结束后

成为推动经济改革最有影响的第一批理论先锋

之一，也是他后来给我们上课时深入浅出、纵

横捭阖、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浪潮中尽显峥嵘，
为富民强国奉献智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大幕，刘光第先生虽年过花甲，但他像朝气

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和勇往直前的

精神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之

中，迎来了他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在改革开放

初期，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出

现一片繁荣景象，但许多问题争议很大，反对

改革的声音也不小。刘光第先生以坚实的经济

学理论基础，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

总趋势出发，论证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从农村联产承包到城市经济改革，从改革

试点到全面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从“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论证中，刘光第先生都发表了他的创新

观点，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

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他

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学术研究之中，相继提

出了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人民币价值基础说

和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论等创新成果，在学术

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在货币信用的理论问题上，改革初期不少学

者把货币信用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看待，

认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还是要靠实物指标

直接管理，刘光第先生特别论证了货币在经济

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专著《论中国宏观经

济价值管理》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货币化是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宏观经济管理应由

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宏观经

济的价值管理首先是一种总量管理，其管理的

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的

观点。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就是要把货币和

货币资金的运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着

力通过对货币和货币资金计划、分配和调控，

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调控。

刘光地先生的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为中央银行

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提供了理论基

础，对建立系统的中央银行间接调控体系发挥

了重要作用。

再如，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必然会有一个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要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就必须正确认

识人民币的价值基础，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金

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解释是模糊的。

1981年，刘光第先生与焦玉兰教授发表《论纸

币和黄金的联系》，明确指出“人民币价值的

基础不是商品，也不是商品价格的综合指数，

而是黄金”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纸币流通

不能按纸币流通规律的作用进行，而必须按金

币流通规律的作用行事；金币流通规律与纸币

流通规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纸币流通条

件下要自觉地使纸币流通符合金币流通规律，

以实现稳定币值，稳定物价的目标。他们的论

述进一步清晰了人们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

识，丰富了货币理论，对经济宏观管理部门制

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政策提供了理论

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20世

纪90年代我国金融市场起步阶段，出现了许多

令人担忧的问题。刘光第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

文，提出应按照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有顺序

地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即优先发展货币市

场，再发展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应优先

发展债券市场，再发展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

中，应着重发展与实质投资相关的一级市场，

再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证

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为目

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求交易量；无

论是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应先发展现货

市场，再有限制地开放期货市场。刘光第先生

的观点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

的引领作用。

1993年，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

五”重点课题《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宏观调控体

系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理论和

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搭建了宏观调控体系的

总体框架。

刘光第先生的经济思想是以货币金融为主

线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核心作用、

货币稳定的内在基础、金融机构经营与实体经

济的密切关联、资本市场发展的顺序与资源配

置、经济金融体制的运行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

精深研究显示了强大的理论逻辑和真理性力

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刘光第先生

还积极活跃于各种学术论坛，他经常参加国家

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

等组织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融形势

分析等方面的座谈会，是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和

改革的智库机构经常邀请的经济学家之一。20

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会恢复活动后，他担任

常务理事，1993年中国城市金融学会成立，他

是首届的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对经

济改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金

融政策提出的重要建议，许多都被采纳，为中

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全部智慧与才华。

铮铮铁骨谦谦君子风，循循
善诱关心学生成长和学科发展

作 为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最 知 名 的 教 授 之

一，刘光第先生身上传承着中国优秀知识

分子特有的儒雅、简静和谦逊的气质，温

润如玉又有风骨。

不久前，我曾委托我的同事杨禹强博士查

阅了中央财经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刘光

第先生的档案。他的大学同学丁星钰先生1952

年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写到：“刘光第为人颇富

于正义感。当时马寅初先生展开与四大家族的

斗争所发表的言论，他是非常拥护和赞扬的，

马先生被捕，他非常愤慨与同情，及释放回到

重庆歌乐山家中闲居后，他时常和一些同学去

看马先生。同时也很希望马先生重回到重大商

学院来领导青年、领导学习，只可恨当时反动

政权不准许这样做，以免扩大影响，所以他当

时很为马先生抱不平。他对马先生那种威武不

能屈的人格，是极端钦佩的。”他的故交、南

开大学钱荣堃教授在1957年提供的一份材料中

这样评价：“刘光第在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研

究所学习期间比我低一级。根据我的了解，他

是一个好学不倦、不问政治、自命清高、自以

为超越政治超越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不喜欢也

不善于钻营，不善于逢迎，在旧社会没有得到

什么好处。他的作风也比较正派，有人说他是

老夫子。”

这位他同学眼中的“老夫子”，在“文

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着强烈渴求知识

的我们，像许多重获自由的老师一样，恨不得

将身上所有知识一下子都传授给我们。我1979

年来北京读书时，他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

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程，研究生阶

段，他讲授“中国经济改革专题”，他的课学

理性和思想性都很强，感受到他对中国经济改

革的强烈责任感。他的教学方法不是照本宣

科，而是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对教学中的一些

难点，总是鼓励和引导我们多发言，大胆表达

自己不同的观点，课堂上气氛活泼，效果很

好，很受同学们欢迎。

那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舍还没有完全

收回，条件非常艰苦，友谊楼东侧那间能容纳

200人的第一教室排满了一场接一场的学术讲

座，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代经济学人大多都在

此做过讲座，有薛暮桥、陈岱孙、于光远、吴

大琨、刘国光、张卓元、杨培新、刘鸿儒、吴

敬琏、厉以宁等，也有一批活跃的中青年学

人。除他自己演讲、主持或点评外，刘先生每

次都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记录得密密麻麻。

那时，刘先生已是国内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

一，但他仍保持着谦谦君子风。

刘光第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成长，在同学中

有口皆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刘光第先生给

予了特别的教导和鼓励。1992年我评教授时，

他是我的推荐人之一，对我的嘉许和奖掖至今

激励着我不懈奋斗。他的学术和为人，令我极

为钦佩。

刘光第先生十分关心学科的发展。由于中

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时只有财政、金融、会计

这三个专业，刘先生在当时的政治理论教研

室。他多次呼吁扩展学科，特别是理论经济学

科。他认为，没有理论经济学的支撑，应用经

济学很难达到一流水平。由于当时校舍还没完

全收回，条件实在不允许，迟至1995年承担理

论经济学科建设任务的经济系才得以成立。可

以告慰刘先生的是，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和发

展，经济系已发展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

院，一大批潜力巨大的青年经济学家正在迅速

成长。

虽然刘先生的故交钱荣堃先生评价他“不

问政治”，但那是指在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中。

其实刘先生内心深处始终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怀。王强教授在《斯人风景旧曾谙——中财大

几位名师小记》 中曾提到，“在上世纪 80 年

代，刘先生与我们一些年轻人一样地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方讲话

传达后，先生同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伟大，

小平同志就是英明。”一生探求民富国强之

道，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这是刘光第

先生留给我们的共同财富。

货币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


